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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建言行为的情绪机制：一个新的探索视角* 

傅  强  段锦云  田晓明 
(苏州大学心理学系;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 苏州 215123) 

摘  要  已有研究考察了建言行为的诸多影响因素, 然而探讨情绪影响建言的研究则是新崛起的一个方向。

文章一方面从情绪影响认知信息加工最终影响建言决策的微观角度来分析情绪与建言的关系, 另一方面从组

织行为研究的宏观层面探讨情绪与建言关系, 并以情绪事件理论、情绪循环理论和情绪反馈理论为基础, 结合

情绪研究的相关文献, 对员工情绪产生的几大来源, 员工情绪对建言决策的影响, 建言者的情绪对被建言者

(建言对象)的情绪影响, 员工建言被采纳与否等几个涉及情绪的过程进行分析和阐述, 并构造了建言行为情

绪机制模型; 系统地揭示了整个建言行为链上伴随的情绪机制, 并对恐惧、希望、心理安全、后悔等情绪对建

言的影响作了示例分析。文章最后进行了总结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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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概述及问题提出  
组织需不断变革与创新, 以适应日趋激烈的

市场竞争。研究者们业已知道员工是组织的宝贵

资源, 组织应努力营造能促使员工主动表达有益
于组织发展的建议、意见或想法的良好氛围

(Morrison, Wheeler-Smith, & Kamdar, 2010), 其目
的就是激发员工的建言行为(voice behavior), 因
为员工建言对组织创新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段
锦云, 2011)。 

建言行为近年来备受学界关注, 它被认为是
一种以改善环境为目的、以变化为导向, 富有建设
性的言语行为(LePine & Van Dyne, 1998)。建言往
往是为了改变现状, 有时甚至会对上级或规范构
成挑战, 因而被认为是“挑战性”的组织公民行为
(Graham & Van Dyne, 2006; Detert & Burris, 2007)。 

目前, 众多研究对建言行为的预测变量和产
生机制进行了探究, 包括个体层面的人口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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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个性、认知风格、个人控制等; 组织层面
的团队特征、工作满意感、心理契约、组织公平

等; 还有领导方式的影响, 如管理开放性、领导－
成员交换、变革型领导、诚实型领导 (authentic 
leadership)等通过作用于员工的心理安全感或认
同等来影响建言行为(Detert & Burris, 2007; Liu, 
Zhu, & Yang, 2010; Wong, Spence, & Cummings, 
2010)。 

诸多前因变量与建言行为间关系已得到了证

实, 然而目前已有研究对这些变量影响建言的动
态过程机制揭示不足, 个体变量究竟是通过什么
样的过程影响建言, 领导方式又是怎么样影响建
言等问题尚需进一步考查。如研究虽发现, 高质
量的上下级关系对员工的建言行为具有促进作用

(Van Dyne, Kamdar, & Joireman, 2008), 管理开放
性亦有助于激发员工建言(Detert & Burris, 2007), 
但这些研究在解释前因变量影响建言的过程机

制方面却还是显得单薄无力, 其中存在哪些中介
或者调节机制, 有什么样的信息加工机制等问题
还没有得到研究的有力回答。此外为什么有的研

究认为领导方式是通过领导－成员交换来影响

员工的建言, 而有研究却认为是通过影响员工的
认同来影响建言, 是否存在更好的解释变量或过
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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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为进一步揭示建言行为与前因变量的

中间过程做了些有益的尝试 , 如 Chiaburu, 
Marinova和Van Dyne (2008)以决策的双加工理论
为基础从认知的角度探讨了建言行为的认知发生

机制, 又如 Neubert, Kacmar, Carlson, Chonko和
Roberts (2008)考察了领导方式会改变员工的自我
调节聚焦方式(regulatory focus), 包括促进性聚焦
和防御性聚焦, 进而影响员工创造性、助人、建
言等结果变量。随着研究越来越注重情境化

(contextulization), 员工的认知、情绪变量对其行
为的影响也更受关注。虽然已有研究从情绪视角

考察员工建言的发生机制较为缺乏, 但新近研究
表明员工情绪可能成为各种前因变量与建言间的

重要解释机制, 如 Glomb, Bhave, Miner 和 Wall 
(2011)发现良好的情绪体验会促使员工做一些组
织公民行为, 积极的情绪对 OCB具有显著的预测
作用(员工 feeling good 会刺激员工 doing good); 
另也有元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员工的压力(stress)与
建言负相关, 提示研究者关注负性情绪与员工的
建言关系(Ng & Feldman, 2011)。 

本文关注在组织情境下, 员工的情绪对建言
行为的影响：员工情绪是否会阻碍或促进建言的

发生？如果会, 其具体机制又如何？具体分两方
面述之, 一方面从情绪影响认知信息加工最终影
响建言决策的微观角度来分析情绪与建言的关系, 
另一方面从组织行为的宏观层面探讨情绪与建言

关系, 构建建言行为情绪机制模型。 

2  从认知加工的微观视角分析情绪对

建言的影响 

2.1  建言行为性质界定 
建言行为是一种重要的角色外行为, 它不是

组织强制要求的而是员工积极自愿的行为, 它能
有效促进组织功能良好运转。这种行为以寻求改

变现状为目的 , 因而有可能构成对权威的挑战
(Detert & Burris, 2007)。因此在现实情境下, 许多
员工虽然对组织的管理制度、生产活动等存在意

见或者看法, 但却为了避免人际冲突, 保护自己, 
害怕遭到打击报复而选择保持沉默 (e.g., Van 
Dyne, Ang, & Botero, 2003; Morrison & Milliken, 
2003)。可见建言与否是一种风险决策过程, 员工
在做出建言行为前都会考虑自己行为的安全性

(safety)和 效 用 (utility) (Detert & Edmondson, 

2006), 情绪则会影响这一认知加工与行为决策过
程 , 本文借用扩展与建构理论(broaden-and-build 
theory; Fredrickson, 2001)等观点对情绪影响建言
决策的机制加以说明与描述。 
2.2  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对建言决策的双重影

响机制 
本文认为 , 建言决策前员工所体验到的积

极、消极情绪对建言决策影响重大, 且两种情绪
对建言决策的作用都不是一维的, 而可能存在双
重影响效应： 

Fredrickson (2001)提出的积极情绪扩展与建
构理论认为个体体验到的快乐、满足、感兴趣、

爱等各种积极情绪对人的认知思维和社会交往等

很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而言, 积极情绪
一方面在短期内能够拓宽个体的认知、注意和思

维的范围, 使个体变得更加专注与灵活开放, 思
考问题更加的全面 , 能够想出更多的解决策略 , 
较之于消极情绪影响下的个体有更好的创造性 ; 
另一方面, 积极情绪在长期来讲能够有助于个体
建构一系列持久的个人资源, 包括身体、心理、
认知、社会资源等, 由于积极情绪下的个体更易
与他人分享和互动 , 会更积极主动地参加活动 , 
增加了社会联结与社会支持, 从而获得自身发展
的社会资源, 提高幸福感, 使个体能更好地适应
社会从而获得更好的发展(e.g., Fredrickson, 2001; 
Fredrickson & Branigan, 2005)。 

新近的实验研究也证实了积极情绪会调节注

意加工, 并使得思维、知觉等认知加工过程发生
变化, 一般而言, 积极情绪会扩大个体的注意范
围, 使个体在对环境刺激的信息加工的方式上可
能是采用耗费资源较少的整体加工而不是局部加

工 , 能在有限的时间内通盘考虑各种相关因素 , 
进而促进个体可以迅速做出更为理性的决策(e.g., 
Fredrickson, 2001; Rowe, Hirsh, & Anderson, 2007; 
Johnson, Waugh, & Fredrickson, 2010), 而消极情
绪则会限制个体的认知注意范围, 采用自下而上
的信息加工方式, 降低决策效率。  

建言是存在风险的, 员工需要权衡各种利弊
后方能做出理性决策。从“权衡利弊”的角度来看, 
员工在决策前伴有的积极情绪有利于其在相对恒

定的时间内拓宽权衡范围, 更加灵活和有效地分
析利弊, 可以更加快速地做成建言决策, 消极情
绪则反之; 此外 , 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 , 积极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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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会使个体在决策时更加倾向于冒险, 而消极情
绪(如焦虑情绪)则会使个体决策时表现出更多的
风险规避倾向, 不愿意承担决策可能带来的不利
后果与风险, 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结果表现出更多
的悲观(e.g., Raghunathan & Pham 1999; Lauriola 
& Levin, 2001)。综上分析, 积极情绪有利于促进
建言决策, 而消极情绪会抑制建言决策。 

然而 , 无论是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都是
“双刃剑”。Clore, Gasper和 Garvin (2001)等认为
情绪会给个体提供一种信息, 积极的情绪会提供
给个体周围的环境是安全可靠的信号, 环境中没
有威胁或者不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 因此个体采
用启发式(heuristic)的认知加工策略, 这一方面虽
有助耗费较少的认知资源促进决策, 但另一方面
这种积极情绪却会降低个体改变当前情境的动机

与意愿, 而选择安于现状。反之, 消极情绪提示个
体当前的环境存在着问题需要改变和解决, 这种
消极情绪虽然促使个体倾向于使用自下而上的分

析式或者系统式的加工策略, 消耗过多的认知资
源, 但同时也会激励个体更好地完成任务, 付出
更多的努力来寻求改变现状和解决问题。 

建言行为是以改善环境为目的、以变化为导

向, 富有建设性的言语行为。从“变化导向”的角度
来看, 积极情绪会降低建言决策的意愿, 而消极
情绪会激发员工改变环境和环境中存在问题的欲

望, 从而促进建言决策的发生。因此, 积极情绪又
会抑制建言决策, 而消极情绪会促进建言决策。 

3  从组织情境的宏观视角分析情绪与

建言的关系 

员工的情绪来源是什么？这些情绪接着会如

何影响建言决策？而建言后的结果(包括员工的
建言对被建言者情绪的影响, 员工的建言是否被
接纳等等)又会反过来如何影响员工的情绪？本
部分将基于组织研究中几大情绪影响行为的相关

理论：情绪事件理论、情绪循环理论和情绪反馈

理论, 对上述整个建言行为链条上几个涉及情绪
的过程进行分析和阐述, 并建构建言行为情绪机
制模型。 
3.1  宏观模型提出的主要理论依据 
3.1.1  情绪事件理论 

Weiss 和 Cropanzano (1996)提出了情绪事件
理论(affective events theory, AET), 该理论关注工
作事件→情绪→态度行为的研究范式已被很多组
织行为研究所采用, 是用来研究组织中情绪较好
的框架(段锦云, 傅强, 田晓明, 孔瑜, 2011)。 

该理论认为员工经历的工作事件会引发员

工的情绪体验 , 而情绪又会进一步影响员工的
态度与行为。情绪既可直接影响员工的行为, 产
生情绪驱动行为 (affect-driven behaviors), 如员
工因为对公司的某一现状感到非常愤怒 , 此种
情绪促使其建言; 情绪也可间接影响行为, 即情
绪的累积会先影响员工的工作态度(如工作满意
度、组织承诺等), 再进一步由这种态度驱动行为, 
称为判断驱动行为 (judgment-driven behaviors), 
如员工长期消极情绪体验的累积导致工作满意

度、组织承诺等下降 , 最终引发其离职行为
(Weiss, 2002)。对于建言, 员工长久积累的负面
情绪可能使员工工作满意度降低 , 最终促使其
建言以求改变现状。 
3.1.2  情绪循环理论   

Hareli和 Rafaeli (2008)提出了组织情境下的 
 

 
 

图 1  情绪事件理论结构示意图(Affective Events Theory; Weiss & Cropanzano,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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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循环理论(emotion cycles theory)。他们认为,
以往关于组织中的情绪研究主要都是从个体内

(within-person)视角出发, 只关注个体的情绪前因
和后果, 如 AET中个体的情绪只影响同一个体的
行为或者绩效。情绪循环理论就此提出了批判 , 
认为个体的情绪不仅会影响自己的态度行为, 同
样也会影响他人的情绪、想法与态度行为, 而他
人的这些反应又会反过来影响自己的情绪体验 , 
这样相互影响构成循环。  

个体的情绪具有社会影响的功能, 根据该理
论, 员工的情绪不仅会影响其建言行为, 也会影
响建言对象的情绪, 而建言对象的情绪又反过来
会影响建言者的情绪, 构成循环。 
3.1.3  情绪反馈理论   

情 绪 反 馈 理 论 (theory of emotion as a 
feedback system)由 Baumeister, Vohs, DeWall 和
Zhang (2007)提出。该理论认为情绪经验对个体的
学习、适应和行为评价具有重要意义。情绪是促

进或抑制某种行为的内在机制, 会为行为是否合
理提供反馈信息, 进而影响和调整后续行为。例
如, 个体上一次的行为, 若让其产生某种负面的
情绪并留下情绪痕迹(affective residue), 在下一次
面临类似的情境时, 个体就会联想到上次行为及
其情绪后果, 这会影响个体对将要采取何种行为
的决策进行评估, 然后选择能够避免给自己带来
负面情绪的决策。 

依据该理论, 个体以往的经历及体验可能促
使其对现在行为的情绪后果产生预期, 它会影响
实际行为的决策, 这些预期的情绪后果称为预期
情绪(anticipated emotions)。典型的预期情绪有预
期后悔(regret)、愧疚(guilt)等。与预期情绪相对的
是期望情绪 (anticipatory emotions), 两者虽同为
未来导向(future-oriented emotions)的情绪 , 即都
是对将来可能出现情况或事件的情绪反应, 都对
行为有重要影响, 但二者存在本质区别：期望情
绪是由于想到之后可能会出现的情况, 而在此时
即刻就真实体验到(currently experienced)的情绪, 
如员工在做建言决策时想到建言会引起上司不

满、人际关系恶化等可能结果而产生恐惧(fear)情
绪 , 简单来说它实质上是一种现实的情绪体验 ; 
预期情绪则并没有此时此刻体验到, 仅仅是个体
通过心理模拟和想象将来某种结果出现或者没出

现会带来的情绪体验, 如员工想象建言可能不会

被采纳这种结果出现时, 将来自己可能会感觉到
后悔去建言, 或想象这次不去建言可能会失去一
次自我表现并获得周边绩效的良机, 同样将来可
能会感觉到后悔没有去建言(Baumgartner, Pieters, 
& Bagozzi, 2008)。上面提到的两种后悔就是一种
预期情绪, 现在并没有真正体验到。简单来说它
实质上是一种模拟的情绪体验, 预期情绪严格来
说是一个相对内隐的心理过程, 但该过程对个体
的行为决策同样具有重要影响, 员工可能会倾向
于选择让自己将来后悔程度相对更小的决策。 
基于该理论, 员工存在着预期和期望两大情绪

来源, 它们又分别会以不同方式影响建言行为。 
3.2  建言行为的情绪发生机制宏观模型 

首先, 本文根据前述的几个理论界定了员工
情绪几方面的来源：(1)根据情绪事件理论, 员工
经历的工作事件是其情绪的重要来源, 该理论把
可能对员工情绪有影响和冲击的事件分为两类：

一类是麻烦(hassles)或负面事件 , 另一类是令人
振奋的事件(uplifts)。前者妨碍工作目标的实现并
易导致员工的消极情绪 , 如工作中被上司批评 ; 
后者则易诱发员工的积极情绪, 如工作中被上司
表扬, 或今天上午单位发了奖金等等。AET 强调
了当前经历的工作事件对员工情绪的影响, 此时
员工情绪可以说是“面向过去”的情绪, 即该情绪
是对刚刚经历过的工作事件的反应。(2)而情绪反
馈理论则强调了两种“未来导向”情绪的重要性 , 
即情绪是对将来可能出现情况的情绪反应, 可细
分为预期情绪和期望情绪两种。 

其次, 上述几个理论都反映出情绪会影响个
体的行为：(1)AET认为工作事件影响员工的情绪, 
进而可能通过间接和直接的两种方式影响行为 , 
一是先通过影响员工的态度(如工作满意度、组织
认同、承诺等)再间接影响行为, 二是由情绪直接
驱动行为。员工在建言前都会权衡利弊考虑诸多

因素, 并不仅仅因为一时的某种情绪冲动就做出
建言行为, 因此, 它更有可能是 AET 中所描述的
态度驱动行为, 当然并不排除一些情绪如愤怒也
可能直接驱动员工建言。(2)情绪反馈理论也认为
情绪对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上一次发生的事件会
在个体身上留下情绪痕迹, 而这种情绪痕迹又会
影响之后类似情境下的情绪, 进而影响后续行为, 
如上一次向上司建言时得到了漠视和谩骂的信息

反馈, 在这一次面临是否选择建言时, 员工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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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产生恐惧和害怕这类现实的期望情绪体验 , 
最终决定不建言, 反之, 上次建言领导重视且态
度很好, 留下了积极的情绪痕迹, 那么本次建言
前就可能产生期望情绪如希望(hope), 感觉本次
建言也可能会获得好的结果, 此种情绪对本次最
终的建言决策会产生积极的影响。(3)情绪循环理
论认为个体的情绪不仅会影响自己的态度行为 , 
同样又会影响其他人的情绪、想法与态度行为 , 
而其他人的反应又会反过来影响自己的情绪, 构
成循环, 因此, 员工的情绪既会影响自己是否建
言, 同时也会影响建言对象的情绪, 而建言对象
的情绪又反过来会影响建言者的情绪, 建言对象
的情绪另外也会在建言者身上留下情绪痕迹, 影
响其下一次建言者建言的情绪(见图 2 A线)。 

再次, 员工决定建言后, 他可能向同事建言
(speaking out), 也可能向上司建言 (speaking up) 
(Liu et al., 2010), 员工的建言会引发建言对象的
情绪, 而建言对象的情绪又影响他们是否采纳建
言, 有实验研究表明, 感激(gratitude)等积极情绪
状态较之于愤怒等消极情绪, 前者会提高对他人
建言判断的精确性, 使建言对象更容易接纳建言
(Gino & Schweitzer, 2008), 再 如 Dunn 和

Schweitzer (2005)认为建言对象的负效价的情绪

会影响其对建言者的信任程度, 促使其不采纳建
言。而建言最终是否采纳, 又会给员工留下情绪
痕迹, 影响员工下一次面临建言抉择情境时的情
绪(见图 2 B线)。 

总之, 根据几个情绪影响行为的理论, 聚焦情
绪主线, 本文对建言行为前后过程中伴随的情绪
机制和路径进行了探析(见框架示意图 2), 总体的
逻辑思路就是员工情绪体验的几个来源→员工情
绪→态度行为, 在此基础上又考虑了员工建言之
后, 建言对象的情绪与行为反过来影响员工的情
绪, 构成循环。需要说明的是, 一些组织氛围是情
绪影响建言过程中重要的边界条件, Morrison 等
(2010)认为团队建言氛围体现了团队成员对建言
是否安全和建言能否有效果两个维度的共享感知

信念, 若团队成员普遍认为建言在本组织中是安
全有效的, 在这样的氛围调节作用下, 员工更容易
去建言, 此外, 还有组织支持氛围、安全氛围、创
新氛围、沉默氛围等组织氛围也都具有重要作用

(e.g., Morrison & Milliken, 2003; Baer & Frese, 
2003)。限于篇幅, 下文将聚焦员工情绪对建言行为
的影响, 对图中情绪影响各种工作态度, 各种组织
氛围对建言决策的调节作用, 以及建言对象的情
绪反应对建言的影响等(见图 2虚线部分)不再赘述。 

 

 
 

图 2  组织中建言行为情绪路径和机制宏观结构示意图(Macro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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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员工的主要具体情绪体验与建言的关系分

析示例 
情绪存在三方面的来源(如图 2), 为了能清晰

地论述情绪与建言行为间的关系, 本文根据文献
挑选了几个常见的情绪：期望情绪中的恐惧

(fear)、希望 (hope)与心理安全感 (psychology 
safety), 由工作事件引起的气愤(anger)、自豪感
(pride)与自尊感(respect), 预期情绪中的预期后悔
(anticipated regret)和愧疚(anticipated guilt)等作示
例分析, 它们也是与建言行为关系最为密切的几
种情绪类型。 
3.3.1  恐惧、希望和心理安全 

Baumgartner 等(2008)指出, 恐惧和希望是两
种常见的期望情绪, 恐惧是常见的负性情绪, 它
具有诱发个体对一些厌恶状态规避的功能

(Lazarus, 1991), 即担心会出现自己不想得到的结
果而避免某种行为。恐惧常被认为会抑制员工建

言行为, 虽然建言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意义, 但是
它因为挑战了现状, 同时也会一定程度上对领导
或者同事构成攻击和否定, 员工在做建言决策前
普遍都会存有对建言是否会遭到报复、引起人际

关系紧张等不良后果的恐惧心理, 进而抑制建言
行为的发生 (e.g., Detert & Edmondson, 2006; 
Kish-Gephart, Detert, Treviño, & Edmondson, 
2009)。恐惧主要是为规避不希望出现的结果, 而
希望则是对一些想要得到的结果的一种积极期盼

(Lazarus, 1991), 如对建言后可能会得到领导重视
等积极结果存有美好的期待, 并且根据以往经验
这种结果很有可能出现, 在这种情绪驱动下, 个
体更有可能采取积极主动的行为来实现这种期

待。在组织情境下, 建言行为不仅能够自我表现, 
提高个人周边绩效, 同时若领导一贯能够广纳建
言 , 员工在建言前就会有一种希望的情绪体验 , 
这种体验可能与员工的建言积极相关。值得注意

的是, 恐惧和希望这两种期望情绪都能驱动行为, 
但是它们驱动行为的力度存在差异, Baumgartner
等(2008)的实证研究表明 , 消极的期望情绪比积
极的期望情绪对行为有更强的驱动力(两者与行
为动机的相关分别为 0.39和 0.16, 差异显著), 因
此员工消极情绪(如恐惧)对建言的抑制作用可能
远大于积极情绪(如希望)对建言的促进作用, 在
管理实践中, 要更加注重排除会给员工建言带来
恐惧情绪的因素来达到促进其建言的目的。 

与恐惧情绪不同, 员工的心理安全是指员工
对自己的建言行为是否安全, 是否会引起同事、
领导反感或报复等结果的情绪感知 (Detert & 
Burris, 2007), 心理安全与建言密切相关, 员工心
理安全感高易促进建言行为的发生：Walumbwa
和 Schaubroeck (2009)发现道德型领导行为会通
过员工心理安全感提高建言行为; Tucker等(2008)
发现同事给员工带来的心理安全在组织安全性支

持与建言行为间起中介作用。此外, 心理安全与
恐惧可能直接相关, 心理安全感低, 则建言时的
恐惧情绪则高, 反则反之。 
3.3.2  愤怒、自豪感和自尊感 

员工在经历当前的一些负面事件后会产生愤

怒情绪, 如受到不公平对待, 或公司无端地少发
了工资, 当即感觉到非常愤怒, 认为公司该制度
或者安排很不合理, 在这种愤怒情绪驱使下, 员
工会向上级建言以求改变现状吗？愤怒从表面上

看是一种负性情绪 , 会对行为有消极影响 , 但
Harmon-Jones 等(2011)认为, 负性情绪往往却是
高动机性的, 它们往往会激发一些积极因素, 研
究表明自我报告的愤怒与积极情感 (Positive 
Affectivity, PA)积极相关。如人在经历被侮辱这样
的事件后, 既有愤怒, 也同时会激发出一些积极
情绪, 如变得更有目标决心要改变现状, 又如看
到考试分数很低, 愤怒之余可能就痛下决心发奋
图强誓要改变这种局面, 因此愤怒可能对建言行
为主要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因为建言本身就是为
了改变现状而提出的一些意见和想法, 当然也可
能因为愤怒 , 员工对组织建设与发展显得冷漠 , 
而选择沉默或者隐忍, 不付诸于建言行动。 

自豪感 (pride)和自尊感 (respect)也是员工常
见的两种重要情绪体验, 备受组织行为领域研究
的关注。在组织情境下, 自豪感反映了人们对所
在群体地位的评价, 突出了群际(intergroup)的比
较, 如自己所在的公司在某次的行业竞赛中获得
了同行企业的第一 , 此时员工会有此情绪体验 ; 
尊敬感反映了个体在群体中的地位, 突出了群内
(intragroup)的比较, 如公司领导对自己评价比其
他同事都高, 对自己特别重视, 此时员工会有此
情绪体验(Blader & Tyler, 2009)。有学者提出的群
体卷入模型(Group Engagement Model)认为这两
种情绪都会提高个体对组织的认同度并影响员工

的行为卷入, 但是两者能预测的行为卷入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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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细微差异 , 强制性要求行为 (mandatory- 
required behavior, 如遵守组织的规章制度 )与自
豪感的联系更密切 , 自主行为 (discretionary- 
voluntary behavior, 如角色外行为)与尊敬感的联
系更密切(Blader & Tyler, 2009)。员工的自豪感和
自尊感都能提高组织认同, 这两种情绪都能正向
影响建言行为, 但是尊敬感比自豪感能更好地预
测建言, 因为从建言行为的定义上来看它不是组
织强制要求的而是员工积极自愿的角色外行为。

因此, 在管理实践中, 组织不应只满足于提高组
织整体在行业中的绩效与地位(能为员工带来自
豪感), 同时也需在组织内部更加注重尊重员工 , 
激励其建言或献计献策, 促进组织可持续发展。   

此外, 还需要关注员工个体差异对建言的不
同影响机制, 如 Fuller, Hester 和 Barnett(2009)认
为专家型员工会更加关注自己所属组织与其他组

织所比较的声望, 而普通员工则更加关注自己在
组织内部的待遇, 因此前者可能更多地因为自豪
感而建言, 而后者更多地是因为自尊感而建言。 
3.3.3  愧疚和后悔 

愧疚(guilt)和后悔是两种预期情绪 , 虽然这
种情绪在此时此刻并未真正体验到, 但是该心理
过程仍然会影响建言行为(详见 3.1.3部分)。Detert
和 Edmondson (2005)发现, 员工在没有选择建言
而选择沉默时, 虽然沉默会给自己带来更小的伤
害, 但也会给人带来情绪负担, 员工会为不能建
言而感到沮丧(disrespected), 无用(underappreciated)
和没能发挥作用(underutilized)。员工同样会因为
预期愧疚和后悔而最终决定是否建言, 如某员工
在面临是否建言的选择时, 他会进行心理模拟决
策：若建言, 则有可能给自己带来一些负面伤害
但同时有利于组织发展; 若不建言, 则可以避免
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但是假如某天组织因为某个
问题出现重大挫折(注：这个问题就是自己本来想
打算建言提醒公司解决的), 自己会觉得过意不去
而愧疚, 因为自己没建言而没能让公司避免损失, 
此种心理模拟会对员工最终选择建言还是不建言

产生影响, 预期的愧疚可能会促进员工的建言行
为。Li, Ahlstrom和 Ashkanasy (2010)的研究也发
现, 员工的愧疚情绪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其组织
承诺, 促进有益于组织的行为发生(如建言)。 

预期后悔(在 3.1.3 部分已作分析), 个体会比
较每种决策的后悔程度而选择给自己带来更小程

度后悔的决策, 既可能怕不建言以后会感到后悔, 
从而在本次选择建言, 也可能怕建言后也会感到
后悔, 从而调整自己的决策在本次选择不建言。
不管如何, 个体在最终决策时都是围绕自己追求
的目标而进行(Tamir & Ford, 2009), 因此建言的
目标要是能够实现, 即使是将来可能需要承担建
言后带来的负面情绪的风险, 员工也是会选择建
言 , 这启示我们 , 在管理实践中 , 应该充分了解
员工建言时候的情绪动机, 排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促进他们建言。  

4  结语与展望  

在以人为本的今天, 关注员工内部的情绪逐
渐成为潮流, 也符合研究应加强情境化的理论方
向。本文一方面从认知加工的微观视角分析了情

绪影响建言决策的机制, 另一方面以情绪事件理
论等为基础, 从宏观视角构建建言行为情绪机制
模型, 聚焦探讨了员工建言行为中涉及的情绪影
响, 揭示了建言行为链上伴随的情绪机制。这既
是对建言行为相关研究的整合梳理, 也是对建言
研究以后可以关注的新方向的展望。 

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作努力：首先, 
完善模型的构造, 进一步细化论点的边界条件。
其次, 对影响员工情绪的因素有待分析得更加细
致, 如考虑情绪调节等变量(Davis, Levine, Lench, 
& Quas, 2010)。第三, 应当考虑员工的个体差异
对其情绪与建言的影响, 如较之于高福利待遇的
员工会更多地进行自我保护, 低福利的员工可能
会有更多建言(Detert & Edmondson, 2006)。此外, 
员工情绪变化是一个动态过程, 因此在测量上方
法上需进一步改善, 如有学者认为采用动态评估
的技术(ambulatory assessment), 才能获得最真实
的信息(Klumb, Elfering, & Herre, 2009)。 

最后, 情绪影响建言的机制是复杂的, 不同
情绪对建言可能有不同影响, 同一或者相同性质的
情绪对建言也可能同时存在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 
今后很有必要在这方面开展更多的实证研究, 既可
大方向上探索和比较积极和消极情绪两个维度对建

言的不同影响, 也可比较某种具体的情绪对建言的
影响机制, 以完善和明确情绪与建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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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spite previous research have examined many factors that influence voice behavior,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role of emotions play in this process. This paper analyzes two aspect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s and voice behavior, one is the micro level that emotions affect voice behavior through 
cognitive information-processing, another is the macro level that is in organizational context. Drawing on 
the idea of the affective events theory, the emotion cycles theory, emotion feedback theory and related 
research, this paper analyses and explains several process about emotion: sources of employee emotion, the 
impact of employee emotion on their voice behavior, the impact of employee emotion on voice objects 
emotion, employee’s opinions have been adopted or not, and so on. Then we establish the emotion 
mechanism of employee voice behavior, systematically revealing the emotion mechanism on the whole 
voice behavior chain, and also give some examples how emotions such as fear, hope, psychological safety 
and regret affect employee voice behavior. Finally, we conclude by discussing limitations, future direc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Key words: voice behavior; emotions; cognitive processing; affective events theory; emotion feedback theory; 

emotion cycles theory 


